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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地互动、多重逻辑与制度变迁

———基于对建设用地一级配置层面的考察

王　博,吕沛璐,冯淑怡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　以社会行动者理论与多重制度逻辑框架为基础,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个

行动者的多重逻辑出发,在央地互动视阈下对中国建设用地一级配置管理的政策演化与制

度逻辑进行了解析.研究发现,在建设用地一级配置管理的制度变迁中,央地双方在多重逻

辑的相互作用下,针对不同的土地利用计划指标类型,实质设立了差别化的行动准则:在中

央权威有效性逻辑与地方代理自利性和局部自主性多重考量的相互回应下,对于新增建设

用地计划指标,央地采取了掌控与突破的相斥性准则;在中央强公共性和有效性逻辑重叠与

地方局部自主性逻辑的相互交织下,对于非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央地则采取了放权与执

行的相容性准则.在这种差别化的行动准则下,央地双方展开了持续性互动,最终形成了新

增建设用地指标愈发收紧的“计划管控”、非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愈发灵活的“市场调剂”
的“双轨化”变迁路径.由此可见,在央地政府这种差别化的行动准则下,中国未来的建设用

地配置改革,不能只寄期望于诸如简单引入市场机制等治理结构层面的改变,还需要从深层

次把握中央集权体制下央地政府的多重逻辑、管理诉求与互动策略,由此才能设计能够引导

央地激励相容、优势互补的制度改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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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基础之一[１].土地资源(特别是建设用地)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一

种基础性生产资料和经济要素,其制度的变迁不可避免成为决定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２].随着改革

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建设用地配置管理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制度变迁中历史的重要

性[３],沿着既定的路径,中国建设用地配置管理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到良性的循环中,也可能陷入于

无效的状态内.因此,从中国建设用地配置管理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厘清政策演进的内在机理,
把握制度变迁的逻辑起点,对于促进土地资源配置管理改革、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

论与现实意义.
中国的建设用地配置管理制度变迁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部分学者基于均衡分析法[４]、交

易费用理论[５]、制度变迁理论[６]、产权理论[７]及其衍生的不完全产权生命周期模型[８]等不同理论方

法,从整体上探寻了建设用地制度变迁的规律;部分学者则侧重于对诸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９]、
浙江“折抵指标有偿调剂”[１０]、广东“三旧”改造[１１]等某一建设用地配置相关政策的操作模式或制度

起源进行了考察.既有研究极大丰富了建设用地制度变迁研究的相关理论方法,也提出了诸多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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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政策建议.
从整体上来看,现有的研究多注重于经济效益变化的分析,以“外部利润”[１２]作为制度变迁的动

因,缺乏对行动主体(或利益主体)主观能动性的考虑.鲜有以行动主体为视角进行的分析,也多局限

于关注某个单一的行动逻辑.但是,行动主体的行动逻辑、态度偏好和力量关系对制度安排具有决定

性作用[１３],制度的变迁也涉及多个行动者的多重行动逻辑.因而,已有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化

与加强.事实上,在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土地要素被政府垄断[１４],土地配置管理的制度变迁

实质上是各政府主体(主要是央地政府)围绕各自的行动逻辑而不断采取行动策略的互动历程[１５].
因而,以央地互动为视角,梳理制度变迁中央地政府的互动历程,把握央地双方的多重逻辑及其行动

准则,或许可以为中国建设用地配置管理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提供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鉴于此,本研究拟聚焦于建设用地配置管理中,央地互动最为显著的一级配置层面①.以央地互

动为视角,以社会行动者理论与多重制度逻辑框架为基础,构建央地互动视阈下政府行动策略的动态

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应用该分析框架,以中国土地利用计划管理政策为主线,以历次政策演变为

节点,系统梳理制度变迁中央地政府的互动历程及其现实特征,进而解析央地双方在此背后的多重逻

辑及其行动准则,以期从机制性根源上厘清中国建设用地一级配置管理的政策演化与制度逻辑,为中

国建设用地配置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些许参考.

　　一、制度变迁中的央地互动:分析框架构建

　　本研究借助社会学的社会行动者与多重制度逻辑的两个理论工具,旨在考察央地政府在制度变

迁中的互动历程,进而把握央地政府的多重逻辑与行动准则.社会行动者理论认为社会行动者在社

会结构中行动,受制于社会结构,与此同时,各社会行动者又会依据自身行动准则采取适当行动,再生

产社会结构[１６Ｇ１７].社会结构可以概念化为社会行动者在互动情境下可利用的规则与资源[１８].这种

理论使得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互动不再禁锢于某一时点,而是通过将互动结果前后进行动态关联,即
前一次互动的结果作为下一次互动的前提,以此串联了整个制度的变迁历程,增强了制度变迁机理解

释的客观性与连续性.
依照多重制度逻辑理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政策演化涉及多重过程和机制,现实中应至少

包含两个层面的多重逻辑:一是由于政策场域中包含不同的行动者,即存在主体间的多重逻辑;二是

各个行动者本身具有不同逻辑,即存在主体内的多重逻辑.多重逻辑诱发和塑造了不同行动者在互

动时的行动方式,推进了制度的变迁.可见,理解制度中的行动者是理解制度变迁的关键.换言之,
只有了解行动者的行动方式,解读行动者采取该种方式的原因,厘清这些行动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

的,才能对制度变迁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制度变迁中,不同行动者会存在多次

互动,历次互动又存在多种行动.但并不是所有的行动都会产生具有效力的影响,或是源于行动者真

实的行动逻辑.Thornton等发现在某一具体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往往只是其中一种或少数几种行动

的作用力更强,会对制度变迁发挥重要影响力[１９].因此,把握行动者互动焦点,确立具有切实影响力

的行动是理解制度变迁的又一个关键.
建设用地的一级配置层面主要涉及两个社会行动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按照前述理论可

知,在制度变迁中,央地政府会在多重逻辑的作用下形成各自相应的行动准则,继而双方会依据对方

行动策略与自身行动准则的相容程度,选取不同类型的行动策略进行持续性互动.由于在现实环境

下,央地互动可观测的指标只能是其采取的行动策略类型(即政府采取的是偏积极性、偏否定性或中

立性的策略).因此,拟通过考察央地互动的行动策略类型,反向判断双方行动策略与自身行动准则

的相容情况,进而把握央地政府在该次互动博弈时的关注重点与真实意图.在此基础上,依照该种思

１３１

① 本文中,建设用地一级配置主要是指发生于政府“内部”,表现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有关土地用途改变权

利的配置.在现实中表现为:以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城乡增减挂钩指标、补充耕地指标等为代表的土地利用计划指标在政府“内
部”自上而下的初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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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梳理归纳整个制度变迁中央地互动的历次结点,从而明晰央地互动的冲突焦点与博弈重心,明确央

地双方的行动准则与策略倾向.
因此,先借鉴 HO的CSI(credibilityscalesandintervention)理论框架[２０],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

政府的行动策略类型划分标准(如表１).在此基础上,以社会行动者理论与多重制度逻辑框架为基

础,构建央地互动视阈下政府行动策略的动态分析框架(如图１).
表１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动策略类型划分标准

策略类型
中央政府的行动策略

划分标准
相容程度 策略类型

地方政府的行动策略
划分标准

相容程度

鼓励式策略
鼓励地方的行动.例如将地方经验作
为典型在全国正式推广.

执行式策略
基本遵循中央的政策要求
行动.

依 据 中 央
行 动 策 略
与 地 方 行
动 准 则 的
相容度

允许式策略
认同地方的做法.在现实中一般表现
为对地方行动的合法化.

依 据 地 方 行
动 策 略 与 中
央 行 动 准 则
的相容度 探索式策略

寻求中央政策“空当”进行
制度突破.例如地方自发
而成的试点.

中立式策略
对于地方行动结果具有不确定性,通常
情况下不采取行动,主要持观望态度.

警告式策略
采取出台细则或发函告诫等方式规范
地方行动.

相容

↓
相斥

越轨式策略
违背中央政策要求行动.
例如地方采取违法违规方
式行动.

相容

↓
相斥

禁止式策略 采取叫停或惩罚等措施阻止地方行动.

　注:由于中国土地资源管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管理模式[２１],中央政府在互动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因而其行动策略更具多样化与

优势性.地方政府虽然在政策执行时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整体而言会受制于中央政府,在互动中处于弱势局面,因而其

行动策略相对较少.

图１　央地互动视阈下政府行动策略的动态分析框架

　　简要而言,在该分析框架下,建设用地配置管理制度变迁的央地互动表现为,中央政府依据土地

管理需求,利用届时的社会结构(即可利用的政策空间与自身资源)做出行动策略(例如制定出台某项

法律条规),管控地方的土地利用行为.在此情形下,地方政府会以中央行动策略与自身行动准则的

相容程度为依据,围绕其行动逻辑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对中央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如果地方采取执

行式策略进行回应,说明中央行动策略与地方行动准则相容;如果地方采取越轨式策略,则说明两者

相斥.
由于制度变迁是央地围绕多重逻辑而持续互动的动态过程.在地方采取行动策略后,中央也会

根据地方行动策略与自身行动准则的相容程度,在相应的社会结构下进行回应:如果中央回应的是偏

积极性的行动策略(即允许式、鼓励式的行动策略),允许或支持地方行动,说明地方之前的行动策略

能够相容于中央的行动准则;如果中央回应的是偏否定性的行动策略(即警告式、禁止式的行动策

略),限制或是制止地方的行动策略,说明地方之前的行动策略相斥于中央的行动准则;如果中央回应

的是中立式的行动策略,说明地方之前的行动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未能明确其行动策略与中央行动准

则的相容程度,故在此情况下,中央会偏向于持观望态度,待效果显现后再采取进一步行动.由于现

实中在中央反馈于对应的行动策略后,将会引起新的政策演变,产生新的社会结构,继而地方又会围

绕自身的行动准则,做出新的行动策略,由此循环反复不断演进,最终形成制度的变迁.
因此,本文拟基于建设用地一级配置层面,应用上述分析框架,通过系统梳理制度变迁中,央地历

次互动的行动策略及其相容情况,总结把握央地互动的冲突焦点与博弈重心,归纳明确央地双方的行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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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准则与策略倾向.与此同时,从政策场域中的行动者(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各自逻辑切入,解
读多重逻辑的联系与冲突如何诱发或是塑造这些行动准则与策略倾向,进而把握不同行动者的行动

逻辑及其行动意义,以此从机制性根源上理解建设用地一级配置管理的政策演化与制度逻辑.

　　二、建设用地一级配置管理制度的变迁历程

　　一直以来,中国建设用地一级配置管理制度以土地利用计划管理政策为主导,其中,以«土地利用

年度计划管理办法»最为核心.因此,本部分将应用前述动态分析框架,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

法»为政策主线,以历次政策修订为互动节点,从政策演变的整体层面,梳理建设用地一级配置管理制

度变迁中,央地互动的行动策略及其作用效果,总结把握央地互动的冲突焦点与真实意图.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于１９９９年正式发布,并在其后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６年进行过３

次修订,在此期间,国家还配套出台相应的办法条例对其进行过补充完善.基于央地互动视阈下政府

行动策略的动态分析框架,建设用地一级配置管理制度变迁的央地互动历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建设用地一级配置管理制度变迁的央地互动历程

　　１．第一轮修订:确立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实行“计划配置”模式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地方开发区热、房地产热所引发的建设用地快速

扩张,导致耕地大面积锐减,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采取了警告式行动策略,于

１９９９年出台«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在该办法中,中央设置了三类土地利用计划指标:农用

地(含耕地,下同)转用计划指标、土地开发整理计划指标与耕地保有量计划指标,提出“没有或者超过

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的,不得批准新增建设用地”的管理要求,并且将三类指标刚性关联,以扣减下一

年度农用地转用指标为惩罚方式,要求地方落实土地整理开发补充耕地与耕地保有的任务.但是,由
于经验与技术的不足,最初出台的办法内容较为粗糙,也没有配套诸如农用地转用的管理条文细则或

是地方违规行为的监督惩治措施等政策体系进行保障,对于地方的监管也只是需要其每年向上级部

门预报２次计划执行情况即可.因而,计划管理办法整体的执行力与约束力不强.在这种社会结构

下,地方直接通过违法违规的方式大肆占地发展,即采取了越轨式的行动策略进行回应.根据«中国

国土资源统计年鉴»显示,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在中国土地违法案件查处中,违法用地中涉及耕地的面积

从１９９８年的９５７４．１６公顷增加到２００４年的４５２１５．４６公顷,同期违法占用耕地比例从２７．６５％增加

到５５．９８％,地方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严峻.
针对地方直接违法违规占地的行动策略,中央于２００４年对«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进行了

第一次修订,从修订的具体情况来看,中央应是采取了禁止式的行动策略.在该轮修订中,中央强调

对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实行指令性管理,严格要求地方不得突破,即对新增建设用地类别指标实行计

划管控.首次提出对于地方存在违法违规批地的,将追究其相关责任;对于土地利用执行情况的监

管,要求地方实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台帐管理,并且将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执行情况纳入国土资源综合

统计定期上报.该轮修订,中央通过增加补充更严格的农用地转用指标管理手段与更严厉的违法违

规惩治方式,应对地方直接违法违规占地的行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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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第二轮修订:尝试“市场配置”模式,“双轨化”变迁特征初步显现

至２００６年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第二轮修订,中国建设用地配置管理演化开始呈现出

了差别化的特征.一方面,对于新增建设用地相关指标呈现出进一步收紧管控的态势.由于«土地利

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自首次出台到第一轮修订,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设置类型一直为农用地转用指

标.中央只是将地方新建建设占用农用地的权利纳入土地利用计划管理中进行管控,并没有限制地

方新增建设对其他地类的占用.地方在其直接违法违规占地策略被中央禁止后,利用届时的政策空

间与自身资源,采取了探索式的行动策略,即利用非农地类占用的政策“空当”进行建设用地扩张,大
量非耕农用地和未利用土地成为地方新增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２２].以滩涂等未利用土地为例,据学

者统计发现[２３],在２１世纪初期,我国沿流域海岸线仅河北、天津两省市以建设港口、经济区为由进行

的围海造陆面积就超过６１８平方千米;全国流域内潮间带和浅海总资源量已由２０世纪末的１２８００
平方千米减少到７６１６平方千米.在此情形下,中央对«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进行了第二次

修订,从修订情况来看,中央对此采取了禁止式的行动策略.在新办法中,中央将原有农用地转用计

划指标改为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并涵盖了新增建设用地总量指标和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或耕地

等增量指标.强调实行建设用地的总量控制,并以实际耕地保有量和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作为土地利

用计划执行情况评估和考核的依据,执行情况的上报周期也从每年两次提高至按月上报,进一步收紧

地方可能的突破口.
另一方面,对于非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则以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名义逐步呈现出灵活开放的态

势.在建设用地配置管理的制度设计中,中央为保护耕地,将耕地保有量指标、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耕

地指标与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刚性关联①.这种过于刚性的管控方式随着时间推移会造成耕地后备资

源匮乏的地方,特别是部分经济发达先行区域,承担既要供给新增建设用地用于满足经济发展旺盛需

求,又要在区域内开发整理补充耕地保证“占补平衡”的双重压力;对于耕地后备资源丰富的地区,因
为得不到恰当激励,其耕地保护的比较优势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因此,地方开始尝试在辖区内对补充

耕地等指标进行跨区域调剂,以类市场化的手段优化计划指标(非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配置,例
如浙江省探索实施的“折抵指标有偿调剂”政策.根据 Wang的调查研究发现[２４],在实施“折抵指标

有偿调剂”的前５年间,浙江省批准跨市县调剂的折抵指标就达到３０万亩,指标的市场价格也从起初

约１５万元/公顷提升至２００７年约６９万元/公顷.折抵指标调剂收入成为部分县市重要的财政收入

来源,极大激励了资源丰富的欠发达地区的补充耕地工作.地方的这一探索式行动策略,增加了计划

管理的弹性,提高了地方落实耕地保护的可行性与积极性,获得了中央的默许与观望.

３．第三轮修订:“双轨化”变迁的特征凸显与路径强化

至２０１６年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第三轮修订,中国建设用地配置管理呈现出明显的

“双轨化”特征.一方面,对于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中央从增量、总量、结构等方面实施“多位一体”
的计划管控.中央于２００５年出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在该政策设计中,增减挂钩指标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使用,为地方寻求制度突破提供了政策“空当”.在挂钩政策出

台初期,试点地方通过建设用地内部结构的调整,在不突破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的要求下,盘活农村存

量建设用地,并为城市补充新的建设用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地方的政策施行出现了脱轨,
在现实中表现为以增减挂钩项目名义,大肆撤并村庄与强制农民“上楼”,以此获取大量增减挂钩指标

用于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扩张,变相突破中央对新增建设用地配置的计划控制.这种政策脱轨下的大

规模村庄撤并运动,被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陈锡文评价为“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已
经演变为一场新的圈地运动[２５].在这种强制性的推进过程中,由于农民多处于被动地位,参与意愿

不高,收益分配和补偿标准不够合理,其被“上楼”后的生产生活面临诸多新的问题和困难,最终导致

现实中大量土地纠纷事件频发[２６].对此,中央先是采取警告式策略,于２００９年要求改变原有批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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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现实中严格要求耕地保有量指标、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耕地指标与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在小区域范围内(一般为县级层面)得
到同时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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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式,拟将增减挂钩指标纳入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其后进一步采取禁止式策略,第三次修订«土
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在原有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基础上,补充增加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指标、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指标２个存量指标类型,并在考核时加入了对群众权益、闲置土地处

理的考量,至此,从增量、总量、结构等方面对地方新增建设用地进行“多位一体”管控.
另一方面,对于非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则呈现出愈发灵活的“市场调剂”趋势.自第二轮修订

以来,地方利用市场化手段调剂非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探索式策略,增强了地方落实耕地保护、完成

存量盘活的灵活性、可行性与积极性,中央对其的行动策略也从中立式变为允许式,出台了诸如«跨省

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
支持地方在省域内,甚至跨省域,对补充耕地指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等计划指标类型

进行“市场调剂”的探索.在这种情形下,地方采取了积极的执行式和探索式策略,从初期指标跨区域

调剂尝试逐渐推进到指标市场化配置体系构建,交易范围也从省域内部逐步扩展至全国层面.例如

江苏省①、湖南省②、吉林省③、广西壮族自治区④等地相继出台了与补充耕地指标相关的交易管理暂

行办法,在省级层面推进补充耕地指标竞价交易的流转模式.贵州省⑤、四川省⑥等地也在省域内构

建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的网上流转交易平台.对于跨省域的市场配置,目前还处于探

索阶段,主要以扶贫协作为抓手,允许深度贫困地区将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与对口援助的省份进行交

易,例如２０１８年四川乐山与浙江绍兴正式签订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流转协议⑦.
总结上述历次央地互动结果可以发现,在中国建设用地一级配置管理制度变迁中,央地政府的互

动重心可以以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与非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来区分.围绕前者的互动,央地双

方总是采取偏否定性的行动策略,表现出明显的相斥性;而围绕后者的互动,央地双方则倾向于采取

偏积极性的行动策略,呈现出较好的相容性.因而,最终在建设用地一级配置层面,呈现出新增建设

用地指标愈发收紧、非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愈发灵活的“双轨化”制度变迁特征.

　　三、央地政府的多重逻辑与制度变迁的机理分析

　　在建设用地配置管理制度变迁的历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行动者的逻辑及其关系是影

响制度变迁的关键变量,也是理解前述制度变迁呈现“双轨化”特征的核心要点.因此,本部分在前述

系统梳理变迁历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多重逻辑及其行动倾向,进而解析央地

互动的逻辑关系及其行动准则,以此揭示建设用地一级配置层面,央地政府的多重逻辑引发制度变迁

的机理.

１．央地政府的多重逻辑

(１)中央政府的逻辑:强公共性和权威有效性.第一,强公共性逻辑.由于中央政府服务范围覆

盖全体国民,责任义务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等不同领域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维持.因而,相较于地方政

府偏区域具体性的逻辑,中央政府具备全国性的强公共性逻辑.换言之,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中央

政府的存在是法律意义上的,代表整个群体利益,需要管理整个公共领域[２７].其职能定位更具战略

性与抽象性,旨在以“元治理”的身份统摄多层级、多领域的价值,避免诸如地方政府等其他行动主体

对公共性的偏离,从而保证多元权力的公共性运用,维护实现全体国民的公共利益[２８].具体于建设

５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江 苏 省 补 充 耕 地 指 标 交 易 管 理 暂 行 办 法 »,http://www．landjs．com/gdzb/bcgdzbjy _ xwzx _info．aspx? id ＝
１A９８９F１５１１AB４A４８ACBB２２８A４C１０６９DF．
«湖南成功组织首批补充耕地指标易地转让网上挂牌交易»,http://news．１６３．com/１６/０４２０/１７/BL４５１９C７０００１４AEE．html．
«吉林省补充耕地指标交易办法»,http://dlr．jl．gov．cn/zwgk/fgwj/gfxwj/tgfxwj/２０１７０８/t２０１７０８１６_３０７９６．htm．
«广西壮族自治区补充耕地指标交易管理暂行办法»,http://www．nnland．gov．cn/gfxwj/６０７０．htm．
«贵州增减挂钩指标网上交易平台启动»,http://www．mlr．gov．cn/xwdt/jrxw/２０１６０５/t２０１６０５１７_１４０５５２２．htm．
«四川首次省内流转增减挂钩节余指标»,http://www．mlr．gov．cn/xwdt/jrxw/２０１６０４/t２０１６０４１３_１４０２０３２．htm．
«深度贫困地区增减挂钩指标跨省交易 四川签下全国第一单»,http://www．sc．gov．cn/１０４６２/１０４６４/１０４６５/１０５７４/２０１８/１/８/

１０４４２３５８．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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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配置管理层面,由于土地数量的有限性与空间的固定性,不同土地类型只能对应于各自相应的服

务功能与公共产品.为照顾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中央政府必须以战略性的视角统筹不同地类的数

量与布局,协调经济发展、粮食安全、生态建设等不同方面的利益,以此实现土地资源公共性在空间范

围与时间周期的整合.第二,权威有效性逻辑.中央逻辑既体现在对强公共性的追求上,又体现于在

政策制定执行中对权威有效性的要求.在中国单一制的政治体系内,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权威有效性

的核心是指在保证中央绝对主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促使地方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策

命令.可见,权威有效性实质包含两重逻辑:中央权威的保障性与地方执行的有效性.在现实中,前
者主要依靠中央政府不断进行制度调整,以最大化控制住财权(财税收入、财税分配等)、“治官权”(人
事任免权、行政指令等)等最具约束力的权力来实现[２９];后者则是在前者作用所形成的一种压力型体

制下[３０],依靠“行政发包制”[３１]来保证中央意志在地方的执行;或是“向地方分权”[３２],利用地方制度

创新能力和主动性保障中央政策的落实.具体于建设用地配置管理层面,由于土地是生活生存最基

础的物质要素与空间载体,对“地根”(即土地发展权,本文主要指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进行控制与

分配可以显著夯实中央权威,是中央政府期望于绝对主导的一种权力;而其他诸如耕地保护等中央意

志,则会在中央政府“分权化威权主义”下[３３],作为政策任务和指令“发包”给地方政府,并辅之以奖励

惩处、设立试点等措施,促使地方可以有效落实.
(２)地方政府的逻辑:代理自利性和局部自主性.第一,代理自利性逻辑.在中国现行“压力型”

的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遵循的是科层制理念[３４],作为“经济政治人”的地方官员,其目标主要是任职

期间的政治利益最大化[３５],即政治晋升.而如前所述,“治官权”被牢牢掌握在中央政府(或上级政

府)手中,下级官员的表现和晋升直接取决于上级政府的评价和考核,而非社会评价和实际治理绩

效[３６].因而,在现实世界中,地方政府不仅会作为中央代理人“选择性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命令,更
会有意识地选择利于自身政治晋升(或是政治利益最大化)的行动策略.即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

时,兼具代理人和自利者的双重角色,并会更趋向于自利性逻辑[３７].具体于建设用地配置管理层面

来看,由于不同类型的土地利用计划指标对应于不同的中央政策意图,地方会根据中央的政绩考核体

系对指标类型进行执行排序.例如当中央政绩考核以GDP增长率为核心时,地方政府会将政策执行

重心聚焦于与GDP增长率直接挂钩的指标类型(如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以期在政治晋升锦标赛

中拔得头筹;而对于非考核项的指标类型,则可能被地方政府选择性执行.第二,局部自主性逻辑.
对地方政府来说,为保障代理的顺利进行与自利的合法追求,地方需要具备一定的自主性[３８],但因为

其职能、权限等范围存在天然限制,地方政府具备的只能是一种局部的自主性逻辑.这种局部自主性

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地方自主权的自我扩张[３９].在中国当前的政策执行体制中,虽然中央政

府控制着政策目标的制定与政策结果的验收[４０],但地方政府可以以落实中央意志为借口,索取具体

事务处理中的自由裁量权.甚至为了满足自己的自利性逻辑,地方可以通过与中央进行持续性的政

治博弈,有意无意地突破政策界线,获取中央还未赋予的超额权限.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在自我局

部性领域,地方政府钻政策空子、超越权限、甚至违法违规等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或查处,那么地方政

府在事实上就获取了远大于中央下放的自主权权限[３０].而在地方政府这种局部自主性逻辑下,制度

变迁就可能呈现出政策异化脱离中央意志或是突破创新提升制度绩效等完全不同的局面.具体于建

设用地配置管理层面,例如现实中有部分地方以更好地保护耕地为借口,要求对区域基本农田实施跨

县市的“有偿代划和保护”.但是,在获取这种自主权权限后,该政策却逐步异化成为绕开中央基本农

田保护措施、为城市建设扩张腾挪空间的有力工具,最终不仅没有保护好原有耕地,反而造成基本农

田“上山、下海”的局面.

２．多重逻辑引发制度变迁的机理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针对建设用地一级配置管理层面,尝试揭示央地互动的多重逻辑引发制度变迁的

机理.
自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增长为主体的政绩考核,以及１９９４年“财权上移、事权留置”的分税制改革,

使得以土地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逐步成为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有土斯有财”[４１]成为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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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新的生财之道,也成为地方官员获取政治晋升的关键推力.此外,依照中国现行的土地利用管理

制度设计要求,地方每个经济建设项目的落地都必须配套相应的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可见,中央每年

下达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特别是其中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就成为各地方政府生财之道获取土

地要素最为倚重的“合法”来源.
在这种制度设计下,相对其他土地利用计划指标类型,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或是建设用地扩

张)对地方政府形成了最为强烈的激励和约束.因而,基于代理自利性与局部自主性的多重考量,地
方政府会以尽可能寻求政策“空当”,获取建设用地扩张权限作为自身的行动准则,以此谋求区域自我

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在权威有效性的逻辑作用下,中央所形成的博弈原则,应是

在保障自身掌握绝对主动的前提下,让地方保有基本的积极性.那么,绝对掌控“地根”(即新增建设

用地计划指标)这个对地方最具刺激性与约束性的权力,可能就是中央为保障这种绝对主动而设置的

行动准则.换句话说,现实中任何有违该条准则的做法,都有可能会被中央否决或者禁止.
因而,综合前述梳理的制度变迁可以发现,一方面,在土地利用计划管理政策演变中,但凡涉及新

增建设用地相关的政策修订,地方政府总是在试图钻政策空子,以期最大化获取扩张建设用地的自主

性权限,而这无疑与中央绝对掌控“地根”的行动准则相斥.所以在历次的央地互动中,中央总是回应

于否定性的行动策略,收紧对建设用地配置权限的计划管控.由于央地互动的动态演进性,这种权限

的缩紧又反向相斥于地方的行动准则,促使地方采取越轨式的行动策略.故在这种央地相斥性互动

的循环反复中,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呈现出愈发收紧的“计划管控”态势.另一方面,在强公共性的逻辑

作用下,为照顾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中央还必须以战略性的视角统筹诸如粮食安全、生态建设等用

地需求.因而,中央针对非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类型的行动准则,更多是基于有效性逻辑的考量,倾向

于通过“向地方分权”,发挥地方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以此更好地达成目标需求.地方政府作为政策执

行者,在科层制背景下采取了局部自主性的逻辑策略.所以涉及非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政策修

订,地方会有意无意地突破政策界线,例如尝试类市场化的方式调剂非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这种

行动策略虽然扩大了地方的自主性权限,但是也显著提高了指标落实的灵活性与可行性,相容于中央

的行动准则,故中央普遍采取偏积极性的行动策略给予回应.而中央的肯定又反向相容于地方的行

动准则,继而地方会回应于执行式的行动策略.故在这种央地相容性的交替互动下,非新增建设用地

计划指标呈现出愈发灵活的“市场调剂”趋势.
综上所述,在中国建设用地一级配置管理的央地互动中,央地政府在多重逻辑的相互作用下,针

对不同的土地利用计划指标类型,设立了差别化的行动准则:中央权威有效性逻辑与地方代理自利性

和局部自主性多重考量的相互回应,共同促成央地政府对于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采取掌控与突破

的相斥性准则;对于非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在中央强公共性和有效性逻辑重叠与地方局部自主性

逻辑的相互交织下,央地政府采取了放权与执行的相容性准则.依照这种差别化的行动准则,央地双

方展开了持续性的互动博弈,并最终反映于建设用地一级配置管理制度“双轨化”变迁的现实特征,即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呈现愈发收紧的“计划管控”态势,非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呈现愈发灵活的“市场

调剂”趋势.

　　四、结论与讨论

　　１．结　论

本研究以央地互动为视角,基于社会行动者理论与多重制度逻辑框架,构建了央地互动视阈下政

府行动策略的动态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应用该分析框架,以中国土地利用计划管理政策为主线,
以历次政策演变为节点,系统梳理了该制度变迁中的央地互动历程,进而深入分析了央地双方在此背

后的行动逻辑及其行动准则,试图从机制性根源上揭示中国建设用地一级配置管理的政策演化与制

度逻辑.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建设用地一级配置管理的制度变迁,实质上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多重逻辑作用下,围绕各自

行动准则而持续互动博弈后所形成的现实性结果.在该制度变迁中,央地双方在多重逻辑的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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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针对不同的土地利用计划指标类型,设立了差别化的行动准则:对于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在
中央权威有效性逻辑与地方代理自利性和局部自主性多重考量的相互回应下,央地政府分别对其采

用掌控与突破的相斥性行动准则;对于非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在中央强公共性和有效性逻辑重叠

与地方局部自主性逻辑的相互交织下,央地政府分别对其采取了放权与执行的相容性行动准则.在

这种差别化行动准则的基础上,央地双方展开了持续性的互动博弈,并最终在建设用地一级配置管理

层面,呈现出“双轨化”的制度变迁特征,即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呈现愈发收紧的“计划管控”态势,非新

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呈现愈发灵活的“市场调剂”趋势.

２．讨　论

区别于传统的制度变迁分析方法,本文尝试从社会行动者的视角切入,并融合多重制度逻辑理

论,构建央地互动视阈下政府行动策略的动态分析框架,对我国建设用地一级配置层面的制度变迁进

行解析.该种研究方法主要是考量制度变迁的内生性变化过程,旨在强调制度所涉及的社会行动者,
其行动逻辑、行动准则与行动策略等要素会对制度变迁产生重要影响,而制度的变迁也涉及各个社会

行动者的多重逻辑,并且这些社会行动者的互动博弈具有持续的动态性.因而,在社会行动者视角

下,某种制度的变迁更可能是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在多重逻辑作用下,围绕各自行动准则而持续互动博

弈后所形成的现实性结果.该研究方法同样也可适用于其他制度变迁的研究中,仅需在框架中对行

动者主体、行动者策略等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提高分析的可靠性与实用性.
此外,从分析结果中可以发现,在当前建设用地一级配置管理中,由于央地政府采取了差别化的

行动准则,特别是中央政府将绝对掌控“地根”作为自身的一个行动准则,那么在这种制度情景下,如
果只寄期望于通过简单引入市场机制等改变治理结构层面的做法,可能无法真正达到优化建设用地

配置效率的目的.因而,在当前技术治国思维[４２]的主导下,还需要从深层次把握中央集权体制下中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多重逻辑、管理诉求与互动策略,区分识别不同指标类型的作用功能与管理功

效,由此才能设计出能够引导央地激励相容、优势互补的制度改进机制,进而从根本上对现行制度存

在的不足进行有效优化与修正.

参 考 文 献

[１]　刘美平．城市土地制度的改革与优化[J]．当代经济研究,２００２(１０):５６Ｇ５８．
[２]　胡军,孙莉．制度变迁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及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J]．人文地理,２００５(１):１９Ｇ２３．
[３]　钱忠好,牟燕．中国土地市场化改革:制度变迁及其特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３,３４(５):２０Ｇ２６,１１０．
[４]　钱忠好．土地征用:均衡与非均衡———对现行中国土地征用制度的经济分析[J]．管理世界,２００４(１２):５０Ｇ５９．
[５]　邹兵．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转型:理论解析与实践应对[J]．城市规划学刊,２０１５(５):１２Ｇ１９．
[６]　曹飞．转型土地管理制度变迁绩效及其制度逻辑[J]．社会科学,２０１７(３):４３Ｇ５４．
[７]　盖凯程,于平．农地非农化制度的变迁逻辑:从征地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J]．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７,３８(３):１５Ｇ２２．
[８]　林超．统一市场视角下城乡建设用地制度变迁分析———基于不完全产权生命周期模型[J]．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８(２):３０Ｇ４６．
[９]　谢琼,赵丽佳．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模式的比较分析[J]．学习与实践,２０１６(１２):５４Ｇ６１．
[１０]LIX,ZHANG W,PENG Y．Grainoutputandcultivatedlandpreservation:assessmentoftherewardedlandconversionquotas

tradingpolicyinChina’sZhejiangProvince[J]．Sustainability,２０１６,８(８):８２１．
[１１]郭晓丽,冯淑怡,吕沛璐,等．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制度创新和理论解释———以广东省佛山市“三旧”改造为例[J]．资源科学,

２０１４,３６(８):１５５４Ｇ１５６２．
[１２]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３]BROMLEYDW．Sufficientreason:volitionalpragmatismandthemeaningofeconomicinstitutions[M]．NewJersey:PrincetonUＧ

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０．
[１４]王博,吕沛璐,冯淑怡,等．中国建设用地配置中政府失灵的理论解析及其改良框架设计[J]．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８,３２(５):２０Ｇ２８,

５３．
[１５]游海疆．一种解读政策执行的新视角———从政策执行博弈模型进行的分析[J]．理论与改革,２００６(２):４６Ｇ４９．
[１６]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M]．李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１７]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２．

８３１



第３期 王　博 等:央地互动、多重逻辑与制度变迁———基于对建设用地一级配置层面的考察 　

[１８]付英．村干部的三重角色及政策思考———基于征地补偿的考察[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２９(３):１５４Ｇ１６３,１１．
[１９]THORNTONPH,OCASIO W．Institutionallogics[M]//GREENWOODR,OLIVERC,LAWRENCETB,etal．TheSAGE

handbookoforganizationalinstitutionalism．LosAngeles:SAGEPublicationsLtd,２００８．
[２０]HOP．Anendogenoustheoryofpropertyrights:openingtheblackboxofinstitutions[J]．Journalofpeasantstudies,２０１６,４３(６):

１１２１Ｇ１１４４．
[２１]王博．我国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和市场配置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２０１６．
[２２]唐双娥．生态用地的保护对我国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制度的反思[R]．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２００９．
[２３]曹铎骞,杨永林．海河流域滩涂开发建设管理的几点思考[J]．海河水利,２０１７(３):３０Ｇ３２,３５．
[２４]WANGH,TAOR,WANGL,etal．FarmlandpreservationandlanddevelopmentrightstradinginZhejiang,China[J]．HabitatinＧ

ternational,２０１０,３４(４):４５４Ｇ４６３．
[２５]叶敬忠,孟英华．土地增减挂钩及其发展主义逻辑[J]．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２,３３(１０):４３Ｇ５０,１１１．
[２６]冯双生,张桂文．宅基地置换中农民权益受损问题及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３,３４(１２):３１Ｇ３９,１１０Ｇ１１１．
[２７][意]加埃塔诺􀅰莫斯卡．政治科学要义[M]．任军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８]徐晓林,朱国伟．中央政府核心职能的理论逻辑[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６):９１Ｇ９８．
[２９]马万里,李齐云．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财政研究,２０１７(１):７７Ｇ８８．
[３０]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J]．社会科学,２０１２(１１):４Ｇ１２．
[３１]周黎安．行政发包制[J]．社会,２０１４,３４(６):１Ｇ３８．
[３２]张显未．中国制度变迁中的地方政府角色演变[J]．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１０(４):１３Ｇ１６．
[３３]郁建兴,高翔．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５):９５Ｇ１１２,２０６Ｇ２０７．
[３４]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３０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６):１０４Ｇ１２７,

２０７．
[３５]吴延兵．中国式分权下的偏向性投资[J]．经济研究,２０１７,５２(６):１３７Ｇ１５２．
[３６]周向红,刘宸．多重逻辑下的城市专车治理困境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２０１６,１３(４):１３９Ｇ１５０,１６０．
[３７]赵静,陈玲,薛澜．地方政府的角色原型、利益选择和行为差异———一项基于政策过程研究的地方政府理论[J]．管理世界,２０１３

(２):９０Ｇ１０６．
[３８]杨雪冬．近３０年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变化:治理的视角[J]．社会科学,２００８(１２):４Ｇ１６,１８２．
[３９]何显明．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角色及其行为逻辑———基于地方政府自主性的视角[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７(６):２５Ｇ３５．
[４０]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J]．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２,２７(５):６９Ｇ９３,２４３．
[４１]谭明智．严控与激励并存: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脉络及地方实施[J]．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７):１２５Ｇ１４２,２０７．
[４２]李元珍．央地关系视阈下的软政策执行———基于成都市L区土地增减挂钩试点政策的实践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２０１３,１０(３):

１４Ｇ２１,１３７Ｇ１３８．

(责任编辑:陈万红)

９３１


